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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态的
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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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２ 河南大学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３ 河南大学区域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４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平衡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分

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领先，成渝、中部地

区中等，西南、西北地区相对落后的分布特征；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呈现出“南高北低，多点开花”的分布特征。 （２）从空间关联格

局来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皆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且以 ＨＨ、ＬＬ 区分布为主。 其中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 ＬＬ
区主要在西部地区集中分布，大范围低值集聚态势明显，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有待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显著 ＨＨ 区

主要在东南地区集中分布，显著 ＬＬ 区主要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反映出广大西部和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欠佳。 （３）从耦合协调

度来看，两大系统之间的磨合作用持续向好，轻度失调及以下协调发展类型的城市数量不断下降，整体迈入转型发展阶段。 在

空间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水平高于内陆地区。 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看，在研究期总体上呈均

衡发展状态，但是有向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趋势。 在空间分布上呈南⁃北差异化格局，２０２０ 年生态环境滞后型南北方城市之比

为 ４∶６。 （４）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状态、城市和谐状态、城市总体生态状况、城市对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程度、城市绿色低碳建设

程度以及水资源利用情况这几个方面均有重要解释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分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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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Ｂｙ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ａ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ｓ ４∶６． （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ｕｒｂａ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资源节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域协调等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也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然而，受生态基底、区域环境条件、交通区位优势等方面的

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大，甚至很多地区产生了资源吃紧、生态改变而束缚经

济转型、城镇化高质量推进的现象［１］。 为提升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到国家发展和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家对绿水青山的保护更加重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又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且给予了更多的篇幅、更重的分量和更高的目标，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因此，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研究中国市域尺度下城镇化和生态

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问题，对于促进总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区域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工业革命后期，主要是针对工业革命的负面影响

和解决城市疏散问题，例如 １８９８ 年英国城市规划学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以解决城市发展的布局和环

境问题［２］。 至 ２０ 世纪中期，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知名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比如

《人类社区，城市和人类生态学》 《城市文化》和《人类聚居学》，为后续人地协调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进入

２０ 世纪后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提出之后［３］，很多学者针对城市生态环境展开专题研究并以此来解释城镇

１４０５　 １２ 期 　 　 　 何志远　 等：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态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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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４—６］。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学者开始综合考虑城镇化对城市生

态环境多维度的影响，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７—９］，使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进入升

华阶段。 由于国内城镇化进程开始较晚，在 ２０ 世纪后期伴随着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的召开，才标志着国内关

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的研究正式开始，且逐步与国外研究接轨。 在 ２０ 世纪后期国内学者主要是

进行一些理论研究工作［１０］，比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实［１１］，从
而为后期的研究夯实理论基础和带来方向指引。 进入 ２１ 世纪，国内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研究大规模开展，研究深度和广度得以不断加深，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两者相互作用的内涵、机制、演
变规律和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方面［１２—１５］。 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同时，实证研究在这一时期也陆续开展，首先在

研究区域方面，众多学者从国家、省域、流域和城市群等对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现状与协调发展水平进

行测度以及时空演变机制分析［１６—２１］，且研究对象日趋细化；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数学者采用熵值法、层次

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以及“ＥＳＤＡ”对研究区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２２—２３］；最
后在耦合协调模型方面，学者在传统耦合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对模型改进并进行典型区的时空特征研究，比如

动态耦合协调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和 ＰＶＡＲ 模型［２４—２６］。 总体而言，以往学者多数以一个省或者一个区域内的

几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对于以全国为范围的中观尺度下的研

究略显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面板数据，以中国 ２９７ 个市（含州、盟、省辖市）作为

基本研究单元，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等方法分析中国市域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中国市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接着分别构建城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纳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测度全国市域尺度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对其影响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

化、绿色化协调发展等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参考。

１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１．１　 指标体系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作为两个独立且多维的系统，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的发展进步。 在

对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时，除了考虑到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外，还要关注两者耦合协调的内在机理，以客

观、合理的指标体系准确的反映其耦合协调发展状态［２７］。 因此，本研究从美丽中国、人地和谐理念的出发，在
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一致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相关研究成果，比如常用的 ＰＥＳＳ 模型（人口城镇化⁃经济

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模型和 ＰＳＲ 模型（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响应） ［２２—２８］，构建

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表 ２）。 在城镇化方面，从人口向城市聚集、空间开发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地方财

政平衡、城市人口支撑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城镇化发展状态水平；从刑事犯罪、婚姻质量、农村人民生

活、医疗保险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城镇化发展和谐水平；从城镇与农村的收入、消费、生活、医疗、教育

的差异性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城镇化发展公平水平。 在生态环境方面，从高质、林密、水清、园多、天蓝

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水平；从绿地面积、绿色经济、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投资五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生态环境建设绿色水平；从废物利用、污水处理、垃圾无害化、工业废水、空气污染五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生态环境建设治理水平。
１．２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及在时间序列上的一致性，以及研究单元的统一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共选择 ２９７
个市（含州、盟、省辖市）作为研究单元，分析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两个时间节点下中国市域层面下的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 城镇化系统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各地

市统计公报。 生态环境系统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相应年份的省水资源

公报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其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数据是由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高分辨率生态环境质量

数据［２９］的各研究单元矢量数据提取的平均值，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另外，对于缺失数据，主

２４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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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邻近年份补充，或者按照增长率法类推。

表 １　 城镇化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系统层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属性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城镇化系统 城镇化率 ／ ％ 正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建成区面积比重 ／ ％ 正

状态 第二、三产业产值之比 ／ ％ 正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比 ／ ％ 正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 ／ ％ 负

刑事犯罪占比 ／ ％ 负

离婚、结婚对数之比 ／ ％ 负

和谐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占比 ／ ％ 负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正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占比 ／ ％ 正

城乡收入比 ／ ％ 负

城乡消费比 ／ ％ 负

公平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 负

城乡医疗卫生机构比 ／ ％ 负

城乡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比 ／ ％ 负

表 ２　 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系统层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属性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生态环境系统 生态环境质量 正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森林覆盖率 ／ ％ 正

美丽 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 ％ 正

万人拥有公园个数 ／ 个 正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正

绿地面积 ／ ｈｍ２ 正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 ／ ｍ３ 负

绿色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辆）市辖区 正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ｔ 负

园林绿化投资占比 ／ ％ 正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正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 正

治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正

单位 ＧＤＰ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ｔ 负

单位 ＧＤ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 ｔ 负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极差标准化

极差标准化是消除众多指标之间存在的单位和属性不一致影响的一种方便快捷的数据处理方法，最终结

果是把所有指标数据全部转换到［０，１］的区间内。 基于此，本研究将选用极差标准化作为指标数据的无量纲

化处理方法［３０］，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Ｘ 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ｊ
　 　 （ ｊ ＝ １，２，…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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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指标 Ｘ ｉｊ ＝
ｍａｘｘｉｊ －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 － ｍｉｎｘｉｊ
　 　 （ ｊ ＝ １，２，…ｍ） （２）

式中， Ｘ ｉｊ 为第 ｉ 个研究单元第 ｊ 项指标的标准化后的值， ｍ 为指标个数， ｘｉｊ 为第 ｉ 个研究单元第 ｊ 项指标的原

始数据， ｍａｘｘｉｊ 为第 ｊ 项指标的最大值， ｍｉｎｘｉｊ 为第 ｊ 项指标的最小值。
１．３．２　 熵权综合评价法

熵权综合评价法是基于各项指标的数据计算出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的综合评价方法，在分析尺度细化下

的大样本数据分析具有优势，也能看出各指标对整体指标体系的影响程度，因此本研究将选用熵权综合评价

法来计算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得分［３０—３１］，计算公式如下：

城镇化系统 ｆ（ｘ） ＝ ∑
ｍ

ｊ ＝ １
Ｗ ｊ × Ｘ ｊ 　 　 （ ｊ ＝ １，２，…，ｍ） （３）

生态环境系统 ｇ（ｙ） ＝ ∑
ｎ

ｋ ＝ １
Ｗｋ × Ｙｋ 　 　 （ｋ ＝ １，２，…，ｎ） （４）

式中，ｆ（ｘ）为各城市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得分，ｇ（ｙ）为各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Ｗ ｊ和 Ｗｋ分别为两系统

各指标权重，其中城镇化系统的计算公式为 Ｗ ｊ ＝ ｇ ｊ ／∑
ｇｊ

ｊ ＝ １
ｇ ｊ （ ｊ ＝ １，２，…，ｍ） ，ｇ ｊ为第 ｊ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Ｘ ｊ为

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ｍ 为指标个数，同理可得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权重。
１．３．３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模型

（１）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起源于物理学，是用来判断不同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系统

之间的相互关系，因其适用性强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被众多学者用来测算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

的耦合度［３２—３５］。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耦合度模型来计算全国市域尺度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 其计

算公式如下：

Ｃ ＝ ｆ（ｘ） × ｇ（ｙ）
［（ ｆ（ｘ） ＋ ｇ（ｙ）） ／ ２］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２

（５）

式中，Ｃ 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且 Ｃ 所处区间为 ０—１，ｆ（ｘ）为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得分，ｇ（ｙ）为生态环

境系统的综合得分。
（２）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虽然可以测算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程度，但是无法衡量两个系统之间总体的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因此，需要通过借助综合协调指数来进一步计算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３２—３５］，其计

算公式如下：

Ｄ ＝ Ｃ × Ｔ 　 　 　 　 （６）
Ｔ ＝ ａ × ｆ（ｘ） ＋ ｂ × ｇ（ｙ） （７）

式中，Ｄ 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且 Ｄ 所处区间为 ０—１，Ｃ 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ｆ（ｘ）为
城镇化系统的综合得分，ｇ（ｙ）为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Ｔ 为综合协调指数；ａ、ｂ 为各系统的相对重要程度

系数。 基于当前发展背景和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同等重要，所以分别取值

为 ０．５。
１．３．４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与协调类型划分

为了准确、科学判断不同时期全国市域尺度下各地市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

果［３６—４３］，综合考虑研究区域的现实条件，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类型划细分为 ５ 大类、１０ 个小类和

３０ 个子系统相互关系类别（表 ３）。
１．３．５　 空间分类与冷热点分析

根据 ＡｒｃＧＩＳ 中的 Ｊｅｎｋｓ 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将类似得分的区域化为一类，从而更清楚地分析空间格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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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探索性数据分析中的冷热点集聚分析可以在空间格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类似单元在空间上的集

聚状态［４４］，因此选择此方法与空间分类相结合来共同揭示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

表 ３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与协调发展类型划分原则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综合类别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

耦合协调度（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耦合协调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子系统相互关系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

子类别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

协调发展 ０．９＜Ｄ≤１．０ 优质协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８＜Ｄ≤０．９ 良好协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７＜Ｄ≤０．８ 中级协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６＜Ｄ≤０．７ 初级协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转型发展 ０．５＜Ｄ≤０．６ 勉强协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４＜Ｄ≤０．５ 濒临失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失调发展 ０．３＜Ｄ≤０．４ 轻度失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２＜Ｄ≤０．３ 中度失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１＜Ｄ≤０．２ 严重失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０＜Ｄ≤０．１ 极度失调 ｆ（ｘ）－ｇ（ｙ）＞０．１ 生态环境滞后

｜ ｆ（ｘ）－ｇ（ｙ）≤０．１ ｜ 均衡发展

ｆ（ｘ）－ｇ（ｙ）＜－０．１ 城镇化滞后

１．３．６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用于研究空间数据集中变量之间空间关联程度的方法［４５］，其能够考虑数据中的

地理位置信息，充分利用空间结构的信息，对于那些地理位置对变量值影响显著的数据集来说尤为重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统计量是常用的统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４６—４７］：

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ｘｉ － ｘ( ) ｘ ｊ － ｘ( )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８）

式中，ｎ 为研究单元个数；ｗ ｉｊ 为空间权重；ｘｉ 和 ｘ ｊ 为第 ｉ、 ｊ 个空间单元的观测值；Ｓ２ 为方差；ｘ 为平均值。
Ｍｏｒａｎ′ｓ Ｉ的取值范围在－１—１ 之间，当 Ｍｏｒａｎ′ｓ Ｉ＞０，表明要素在空间上集聚；当 Ｍｏｒａｎ′ｓ Ｉ＜０，表明要素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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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离散；当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表明要素随机分布。
１．３．７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是一种用于降维和提取数据集主要特征的统计方法。
它通过线性变换将原始变量转换为新的一组互相不相关的变量，这些新变量称为主成分。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

实现数据降维、去除变量间的线性相关性并提取主要特征，公式如下［４８］：

∑ ＝ １
ｎ － １

ｘ － ｘ( ) Ｔ ｘ － ｘ( ) （９）

式中，ｘ 是数据矩阵，每一行代表一个样本，每一列代表一个变量；ｘ 是变量的均值向量；ｎ 是样本数。

∑ｖｉ ＝ λ ｉｖｉ （１０）

式中，lｉ是第 ｉ 个特征值；ｖｉ是lｉ相关联的特征向量。
Ｚ ＝ ＸＷ （１１）

式中，Ｗ 包含选定的特征向量。

２　 空间格局分析

２．１　 子系统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

根据搜集的各项指标数据利用熵权综合评价法分别计算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使用

Ｊｅｎｋ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 分类方法分为五级，从而深入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结
果见图 １、图 ２。

图 １　 中国市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２．１．１　 城镇化系统

由图 １ 可知，中国市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强西弱”“多点开花”的空间分布特征，且研究期出现

了低水平区向高水平区转移态势，高值区、较高值区、中等值区、较低值区、低值区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８％、
１８％、２７％、４６％，演变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１％、２４％、３９％、２５％。 就高值区而言，深圳市以一贯的城镇化的高质

量发展姿态在全国地市中稳居领先地位。 较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沿海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
且有明显的集聚现象。 同时经过 １０ 年的发展，较高值区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扩散趋势，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郑

州、长沙、成都、西安等省会城市为主，因此中西部尚未形成范围性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片区。 中等值区的分

布范围在不断拓展，２０２０ 年在河北、河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七省呈现小范围的面状扩增。 而相较

于中东部地区，西南、西北地区则变化不大，以贵阳、昆明、兰州、银川省会城市为主呈点状增长式独立分布。
东北地区虽然也有大范围的分布，但是只在辽东半岛形成了小范围的集聚区，黑龙江、吉林两省则未发展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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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市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成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带。 较低值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成为第一大占比区，空间分布呈现大规模、大范围集

聚现象，其主要围绕省会城市并与周边地区形成串联区。 此外，低值区在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区、黑龙江⁃吉林

两省交界处、四川⁃重庆⁃贵州交界处、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等地区分布明显。 低值区比例出现收缩，但还是有

一定规模，空间分布主要以西北、西南地区为主，其中西北地区在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四省形成了大范围的

集聚区，西南地区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也存在大范围的集聚区。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随着低值

区比例的下降，较低、中等、较高值区比例在普遍上升，且呈现出以中西部省会城市为核心并以圈层的形式逐

渐向外扩散的趋势。 例如以郑州市为代表的内陆经济强市快速崛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

坚力量，这得益于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２．１．２　 生态环境系统

由图 ２ 可知，中国市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整体呈现“南强北弱”“多点开花”的空间分布特征，且研究期出

现了低水平区向高水平区转移态势，高值区、较高值区、中等值区、较低值区、低值区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７％、２５％、４５％、２２％，演变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６％、２９％、４５％、１９％。 就高值区而言，呈现出明显南⁃北差异化空

间格局，即高值区大面积分布于南方地区且主要集聚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较高值区比例变化不大，空间分

布同样以南方地区为主，北方、南方分布占比为 １∶４。 其中，北方地区是以北京、乌海、营口等城市呈点状独立

分布；南方地区则是以浙江、江西、湖北、江苏省内两三城市集聚分布为主，其余则是以云贵川、两广地区的城

市呈散点状独立分布。 中等值区比例增大，空间分布上北方地区范围有所扩大，但是由于南方地区具有水、森
林、山等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势，北方、南方分布占比还是具有一定差距，基本上达到 １∶３ 的状态。 在北方，东
北地区分布于小兴安岭至长白山山脉地带，自南向北由黑龙江省黑河市蔓延到辽宁省大连市；华北平原地区

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内的小范围集聚分布区；西北同样是以陕西、甘肃省内两三城市小范围集聚区为主。
在南方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珠江流域地区、武夷山山脉地带，其中在 ２０２０ 年以广东、湖南、江西三省

交界地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到福建、广西部分地市的大范围集聚区。 对于较低值区，北方地区分布范围

空前扩大，主要分布于东北长白山山脉边缘地区、华北平原、陕西省、甘肃省和江苏省，且出现大范围集聚。 但

是南方地区分布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张，双方占比几乎达到 １∶１ 的状态，也再一次证实了“南强北弱”的空间分

布特征。 同时，在湖南、湖北交界地区，贵州、四川交界地区，两广地区呈现大范围的集聚分布。 低值区主要分

布于位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地带，部分位于西北大漠地区的甘肃、宁夏等地，在南方地区则鲜有

分布。 不难看出，一方面我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并不充沛，另一方面受内陆热量和水

分限制，使得绿化覆盖在整体层面不高，由此造成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未达到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受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局部区域经济开发力度的增强和城乡关系的快速转换，城乡建设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程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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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增强，低值区比例近 １０ 年下降幅度不高，较低值区比例保持不变。 同时，较高值区比例有所下降，出现

了生态环境高水平城市下滑、转移或者转化状态。
２．２　 子系统水平的空间关联格局

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运用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方法绘制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的局部空间 ＬＩＳＡ 集聚图，从而深入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
结果见图 ３、图 ４。 同时，中国市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别为 ０．１３７ 和 ０．１２７，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别为 ０．１２６ 和 ０．１１０，这表明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集

聚现象。

图 ３ 　 中国市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 ＬＩＳＡ 集聚图

Ｆｉｇ．３　 ＬＩＳＡ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ＨＨ：高高 ｈｉｇｈ⁃ｈｉｇｈ；ＨＬ：高低 ｈｉｇｈ⁃ｌｏｗ；ＬＨ：低高 ｌｏｗ⁃ｈｉｇｈ；ＬＬ：低低 ｌｏｗ⁃ｌｏｗ；ＬＩＳＡ：空间关联的局部指标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图 ４　 中国市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 ＬＩＳＡ 集聚图

Ｆｉｇ．４　 ＬＩＳＡ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２．２．１　 城镇化系统

由图 ３ 可知，城镇化建设水平空间关联格局总体上呈现显著 ＨＨ 区至显著 ＬＬ 区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

延伸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 具体而言，显著 ＨＨ 区集中分布于沿海地区，且向东南收缩趋势显著，２０１０ 年

城市数量为 ５７ 个，占比为 １９％，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沿东部海岸线由辽东半岛至珠三角地区间断性凸现的格

局，局部则集中分布于辽宁半岛、京津冀核心区、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福建沿海、珠三角地区；至 ２０２０ 年，其
空间分布在渤海湾地区由北向南从辽东半岛收缩至山东半岛一线，其余地区除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略有增加

外，空间分布保持不变；城市数量减少至 ３５ 个，占比达 １２％；这些地区由于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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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矿产资源优势等条件，使其城镇化发展处于高水平，同时也产生了高值聚集的现象。 显著 ＨＬ 区空间

分布范围最小、城市数量最少，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量为 １８ 个，其主要在云贵川、陕甘宁、豫湘鄂地区的显著 ＬＬ 区

边缘散落分布，且呈现向中南地区转移趋势；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布主要转移至四川腹地、重庆周边地区，整
体的城市数量变化并不明显，已达 １９ 个。 显著 ＬＨ 区沿东部海岸线与显著 ＨＨ 区之间穿插分布并填补了部分

空缺，发展趋势同显著 ＨＨ 区一致沿海岸线向南收缩。 ２０１０ 年显著 ＬＨ 区城市数量为 ２４ 个，主要分布在辽

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且各省内小范围集聚分布现象明显；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布主要在辽东

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收缩，回退到山东半岛一线，其余地区除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地带出现小范围增加

外，整体空间分布基本没有变化，城市数量也没有变化。 显著 ＬＬ 区空间分布范围最广、城市数量最多并占据

主导地位，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量为 ７８ 个，占比达 ２６％，空间上在西北、西南、中部地区大面积的集中连片分布；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从安徽地区退回到南阳⁃益阳一线，整体的分布范围有所减少，城市数量上

也减少至 ５８ 个，占比为 ２０％。 不难发现，这些地区受制于产业基础薄弱、工业化进程缓慢和城乡发展不均衡

等因素，城镇化建设处于低水平，同时也产生了低值聚集的现象。
２．２．２　 生态环境系统

由图 ４ 可知，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空间关联格局总体上呈现显著 ＨＨ 区至显著 ＬＬ 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

陆延伸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 具体而言，显著 ＨＨ 区主要分布于东南地区，且向西南扩张趋势显著，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量为 ４７ 个，占比为 １６％，空间上在沿海地区整体呈现由长三角至珠三角的连续分布带，局部则串联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五省，内陆绵延到江西、湖南地区；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布延伸至湖南、贵州、广西

交界一带，浙江、福建地区已全覆盖，城市数量上也增长至 ５８ 个，占比达 ２０％。 由于这些地区由于资源环境本

底良好、环境保护政策措施齐全和公众环保意识强，因而其生态环境建设处于高水平，同时也产生了高值聚集

的现象。 显著 ＨＬ 区集中分布于西北、西南地区，且向华北、东北地区转移扩散趋势显著，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量为

２３ 个，空间上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交界地区、湖南⁃重庆⁃四川地区集聚片区，部分在云南、河南、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地区零星散落分布；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布在西南地区完全消失，京津冀、东北、山东半岛地区则出

现大面积的分布，甘肃西部地区也有一定的分布，但是整体的城市数量增幅不大。 显著 ＬＨ 区空间分布范围

最小、城市数量最少，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量为 １３ 个，其主要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显著 ＨＨ 区周边

散落分布，且呈现向西南地区转移扩散趋势；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布在浙江、福建地区已经不再出现，主要扩

散至江西、广西、海南地区，整体的城市数量已达 １８ 个。 显著 ＬＬ 区空间分布范围最广、城市数量最多且占据

主导地位，２０１０ 年城市数量为 ７７ 个，占比达 ２６％，空间上在中北、西北、中南地区大面积的集中连片分布，涵
盖内蒙古、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八省区且向华北、东北地区转移扩张；至 ２０２０ 年，其空间分

布在西南地区已经消失，向东延伸至山东地区且成规模集聚分布，向北延伸至东北地区且形成并联内蒙古与

东三省的大面积集聚分布区，城市数量上也增长至 ９５ 个，占比达 ３２％。 不难发现，这些地区受制于自然资源

匮乏、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过快等因素，生态环境建设处于低水平，同时也产生了低值聚集的现象。
２．３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

根据耦合协调模型分别计算出各年份的耦合协调度值，空间分布结果见图 ５。
由图 ５ 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耦合协调度演变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总体上经历了由轻度失调向濒临失

调的演变。 从空间上看，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普遍高于内陆地区，且至 ２０２０ 年已演变至南方

地区普遍高于北方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呈“南强北弱”的空间分布特征。 具体而言，良好协调区只有一个城

市深圳“上榜”，其以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高品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其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
中级协调区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为主，分别是上海、广州、东莞。 这些城市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
以产业转型升级、护林造林、节能减排等措施增强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同时以自然资源本底的支撑，使
两者保持一个好的协调发展状态。 初级协调区主要有北京、南京、厦门、珠海等城市，可以看出快速城镇化的

背景下给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带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整体上还处于较好的协调发展的状态。 勉强协调区以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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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市域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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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为主，北方城市有扩大的趋势但是并不明显。 其中，南方地区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长江流

域中游地区省份的省会城市。 北方地区主要集中于东北三省、新疆地区，近期河南、山东两省表现出以省会城

市为主的零星分布。 濒临失调区城市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南方地区在 ２０２０ 年已演变为长江中下游地

区、两广地区、福建⁃浙江一带大范围的集中连片分布。 北方地区则由东北三省已经蔓延至内蒙古、京津冀、山
西、河南等地区。 轻度失调区集中分布于西南、西北地区，同时在中部的河南、安徽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分布。
至 ２０２０ 年分布范围已大幅收缩，其中西南地区和中部河南、安徽地区已寥寥无几；西北地区虽然已经收缩，但是

以陕西省为中心的周边省份还存在大范围的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协调发展水平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引领下，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两山理论”的持续影响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向好。
２．４　 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格局

根据耦合与协调发展类型划分原则（表 ２）划定耦合协调相互关系，结果见图 ６。

图 ６　 中国市域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时空演变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由图 ６ 可知，中国市域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在研究期总体上呈均衡发展状态，但是有向生态环境

滞后型转移趋势，且空间上的南⁃北差异化空间分布格局显著。 具体而言，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滞后型、均衡发展

型、生态环境滞后型占比分别为 ３．３７％、７５．７６％、２０．８８％，至 ２０２０ 年城镇化滞后型、均衡发展型、生态环境滞

后型占比为 １．３５％、６８．３５％、３０．３０％，可以看出，研究期初两者相对发展关系以均衡发展型为主、生态环境滞

后型为辅，之后十年时间里城镇化滞后型、均衡发展型比例下降，而生态环境滞后型比例则小幅上升，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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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花”状空间分布格局在全国上下凸现。 从空间分布看，北方地区分布面积远超南方地区，其中在辽东半

岛、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有大规模集聚，其余则散落分布于全国各地以直辖市、省会城市为主。 从近期耦合

协调状况看，国内部分经济发达城市两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开始“紧张”起来，甚至一些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地市在达到均衡发展之后又转化成了生态环境滞后型，因此，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在重视城市均

衡发展的同时，要特别留意城镇化水平高值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现高品质的现代化建设和城乡协同发展。
均衡发展型的城市在研究初期南北方空间分布相对均衡，北方地区除辽东半岛与内蒙古地区边境城市，其余

地区则围绕直辖市、省会城市形成大范围的集聚分布格局。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在被生态环境滞后型和城镇

化滞后型裹挟中形成大范围的连绵分布格局，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质量还是生态建设的内在提升均需要进一步

改进。
２．５　 冷热点空间集聚格局

运用 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优化热点分析计算出耦合协调度值的 Ｇ ｉ 指数，并用自然断裂点法把 Ｇ ｉ 指数划分

为热点区、次热点区、冷点区、次冷点区和不显著区五类，结果见图 ７。

图 ７　 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冷热点空间格局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由图 ７ 可知，耦合协调度热度呈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Ｖ”型对立状空间分布格局。 就热点区域而言，
空间分布集中分布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２０１０ 年热点城市共有 ３４ 个，占比为 １１％，空间上在沿海地区形

成了东部南通至台州覆盖江浙沪地区和南部自赣州至阳江覆盖广东地区的两条空间分布带；２０２０ 年整体空

间分布与城市数量变化不明显，仅增加一个江苏省泰州市。 就次热点区域而言，城市主要分布东部热点区域

南北两侧，在热点区域西侧安徽省也有少量分布，空间上自长三角热点区域向北延伸到江苏省腹地，向南延伸

到福建北部一带，山东半岛也有少量分布。 ２０２０ 年，东部长三角地区分布范围有所收缩，而在南部两广地区

出现新增，整体的分布范围和城市数量有所下降，占比由 ４．６％下降到 ３．６％。 就冷点、次冷点区域而言，在数

量上由 ４５ 个下降到 １３ 个，在空间上呈现自西南向西北收缩的趋势，在西南地区空间分布主要以贵州省为中

心形成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空间集聚区，在西北地区空间分布则是以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形成辐射

三省的大范围空间集聚区。 ２０２０ 年冷点、次冷点区域向西北地区收缩，只存在以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为中

心分布三省地市的集聚片区。

３　 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及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 软件，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新的数据，然后通过 ＫＭＯ 检验法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法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其中城镇化影响因素 ＫＭＯ 值等于 ０．７４５，生态环境影响因素 ＫＭＯ

１５０５　 １２ 期 　 　 　 何志远　 等：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态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值等于 ０．６２１，说明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结果分别为 ３４４１．８８６、８３９．５９０，Ｓｉｇ 值均为

０．０００，即各个指标是相关的，两项结果检验都表明了数据适用因子分析法。
３．２　 城镇化因子分析

一般情况下，因子提取的方法为按照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１ 提取公因子。 如表 ４ 所示，特征值大于 １ 的因

子有 ５ 个，其特征值之和占总特征值的比重为 ６５．２４２％，即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６５．２４２％，能够对原有变量进行

较好的解释与说明。 因此，可以提取前 ５ 个因子作为主成分进行分析。

表 ４　 城镇化影响因素方差解释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初始特征值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提取载荷平方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ｌｏａｄｓ

旋转载荷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ａｄｓ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方差百分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累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方差百分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累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方差百分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累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１ ４．２６５ ２８．４３１ ２８．４３１ ４．２６５ ２８．４３１ ２８．４３１ ３．９０９ ２６．０５７ ２６．０５７

２ １．９７０ １３．１３５ ４１．５６６ １．９７０ １３．１３５ ４１．５６６ １．９５２ １３．０１４ ３９．０７１

３ １．３０６ ８．７０８ ５０．２７４ １．３０６ ８．７０８ ５０．２７４ １．３３４ ８．８９５ ４７．９６６

４ １．２０７ ８．０４４ ５８．３１７ １．２０７ ８．０４４ ５８．３１７ １．３１６ ８．７７４ ５６．７４０

５ １．０３９ ６．９２４ ６５．２４２ １．０３９ ６．９２４ ６５．２４２ １．２７５ ８．５０１ ６５．２４２

为了能够对因子含义进行更好的解释，需要进行因子旋转，采用的方法是最大方差法，得到了如表 ５ 所示

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表 ５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５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Ｘ１ 城镇化率 ／ ％ ０．８４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９９
Ｘ２ 建成区面积比重 ／ ％ ０．７９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８３
Ｘ３ 第二、三产业产值之比 ／ ％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８２８ －０．２１４ －０．１４６
Ｘ４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比 ／ ％ ０．７２９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３
Ｘ５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 ／ ％ ０．５７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９
Ｘ６ 刑事犯罪占比 ／ ％ ０．３８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６０２ ０．１９６
Ｘ７ 离婚、结婚对数之比 ／ ％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８７９
Ｘ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占比 ／ ％ －０．５０５ ０．４３７ －０．１５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５４
Ｘ９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０．１８３ ０．２４４ ０．１０１ ０．７０９ ０．３４４
Ｘ１０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占比 ／ ％ ０．５０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５ ０．２４５ －０．０３７
Ｘ１１ 城乡收入比 ／ ％ －０．２３１ ０．８７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０
Ｘ１２ 城乡消费比 ／ ％ －０．０６３ ０．９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６
Ｘ１３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８ ０．５８２ ０．２７２ ０．０６１
Ｘ１４ 城乡医疗卫生机构比 ／ ％ ０．５３８ ０．０９０ －０．２２４ ０．４１５ －０．０２０
Ｘ１５ 城乡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比 ／ ％ ０．２３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０ ０．４７９

由表 ５ 可知，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第 １ 因子占比较高的有 Ｘ１、Ｘ２、Ｘ４，即城镇化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支比、建成区面积比重，说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较大，并结合第 ３ 因子中相关性较大的（第二、三产业产值之

比），共同反映城镇化状态。 从现实情况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需要有效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以优化土地使用

和资源配置，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压力。 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伴随着合理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

管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并促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向良性耦合协调方向演进。 地方

２５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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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比的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从而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并提

供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资源配置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建成区面积比重的

提升虽然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以提高城镇化水平，但如果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建成区，可能导致环

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矛盾等问题，进而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第二

产业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消耗，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第三产业相对较少产生污染，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小。 当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大时，说明科技型、服务型产业的增多并减少对生态环境

的压力，进而以较少的资源损耗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第 ２ 因子中相关性较强的是

Ｘ１１（城乡收入比）和 Ｘ１２（城乡消费比），这反映城乡协同发展对区域城镇化水平提升和生态环境基质修复的重

要影响。 第 ４ 因子中影响最大的是 Ｘ６（刑事犯罪占比）和 Ｘ９（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并结合第 ５ 因子中相

关性较强的 Ｘ７（离结比），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和谐状态。 社会和谐推动着社会进步和法治观念的

融入，可以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进而推动城市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活环境的宜居宜业。 同

时，在城市和谐状态下，城市管理者和居民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资源节约利

用、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这将有助于降低城市的环境负荷和生态破坏，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

合协调水平。
３．３　 生态环境因子分析

如表 ６ 所示，在生态环境上，特征值大于 １ 的因子有 ６ 个，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６２．８６６％，因此提取前 ６
个因子作为主成分进行分析。

表 ６　 生态环境影响因素方差解释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初始特征值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提取载荷平方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ｌｏａｄｓ

旋转载荷平方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ａｄｓ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方差百分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累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方差百分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累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方差百分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累积％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１ ２．６３９ １７．５９２ １７．５９２ ２．６３９ １７．５９２ １７．５９２ ２．３６１ １５．７３８ １５．７３８

２ １．９７８ １３．１８５ ３０．７７８ １．９７８ １３．１８５ ３０．７７８ １．８９１ １２．６０８ ２８．３４６

３ １．６０１ １０．６７３ ４１．４５１ １．６０１ １０．６７３ ４１．４５１ １．６５６ １１．０４３ ３９．３８９

４ １．１４６ ７．６４０ ４９．０９１ １．１４６ ７．６４０ ４９．０９１ １．２５８ ８．３８６ ４７．７７５

５ １．０６５ ７．０９７ ５６．１８７ １．０６５ ７．０９７ ５６．１８７ １．１９３ ７．９５１ ５５．７２６

６ １．００２ ６．６７８ ６２．８６６ １．００２ ６．６７８ ６２．８６６ １．０７１ ７．１３９ ６２．８６６

同样对其进行因子旋转，如表 ７ 所示。
由表 ７ 可知，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第 １ 因子占比较高的有 Ｘ１６、Ｘ１７、Ｘ２０，即生态环境状况质量、森林覆盖

率、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综合起来反映出城市总体生态状况。 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城市吸引人口

和促进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生态状况较好的地区，往往拥有较优质的空气和水质、较
少的环境污染和危害物质和宜人的生活空间，这将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口向城市迁移，推动城镇化进程，
进而在演进的过程中提升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 第 ２ 因子中相关性较强的是 Ｘ２４（园林绿化

投资占比）、Ｘ２９（单位 ＧＤＰ 工业废水排放量）和 Ｘ３０（单位 ＧＤ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并结合第 ４ 因子中相关

性较强的 Ｘ２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四者共同反映出城市对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程度。 城市对生态环境治

理的投入程度直接影响城市治理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 一般而言，投入较多生态环境治理的城市通常会将生

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融入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采取生态先行的原则，进而在绿色化理念进行各类生

产活动。 在这样的发展理念驱动下，不仅有助于减少生态环境破坏，而且有助于增强城市的生态适应能力和

抗灾韧性，并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第 ３ 因子中代表城市环境治理水平的 Ｘ１８（万人拥

有公园个数）、Ｘ２１（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辆））和 Ｘ２３（绿地面积）相关性最大，这体现了城市的绿色低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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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城市的绿色低碳建设活动，不仅可以提升绿地覆盖率和扩大生态建设空间，而且可以通过减少能源消

耗和碳排放以降低城市对环境的负荷，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利用效率。
而第 ５ 因子中的 Ｘ１９（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关性最大，其意味着单位人口的能源消费量大，对环境的压力

也相对高。 从发展现实可知，过高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系统的

压力。 第 ６ 因子中的 Ｘ２２（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相关性显著，这反映的是水资源利用情况。 水资源利用量过高会

导致水资源供需失衡、水污染风险增加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对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导

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下降。

表 ７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７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Ｘ１６ 生态环境质量 ０．８８６ －０．２０９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０
Ｘ１７ 森林覆盖率 ／ ％ ０．８８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５
Ｘ１８ 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 ％ －０．０３７ ０．１５６ ０．６６２ －０．１６３ ０．２４７ ０．０１４
Ｘ１９ 万人拥有公园个数 ／ 个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６ ０．８７３ －０．００９
Ｘ２０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０．６７７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０ －０．２１５ ０．３７７ ０．００８
Ｘ２１ 绿地面积 ／ ｈｍ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７ ０．７１７ ０．１４４ －０．２７７ ０．０２６
Ｘ２２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 ／ ｍ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０ ０．９０９
Ｘ２３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辆）市辖区 －０．１１１ －０．２３１ ０．６４２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９
Ｘ２４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 ｔ －０．２９７ ０．７５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９
Ｘ２５ 园林绿化投资占比 ／ ％ －０．２４５ ０．００２ －０．４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４ ０．０４４
Ｘ２６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０．０７８ －０．４７４ －０．００２ ０．５９０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９
Ｘ２７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 －０．３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 ０．３８５
Ｘ２８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１ ０．７８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１
Ｘ２９ 单位 ＧＤＰ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ｔ ０．１３３ ０．６６９ －０．０６７ ０．３６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Ｘ３０ 单位 ＧＤＰ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 ｔ －０．０６７ ０．７０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４

３．４　 综合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受到城镇化影响因素和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两方面

的综合作用（图 ８）。 其综合作用因子主要包括城镇化状态、城市和谐状态、城市总体生态状况、城市对生态环

境治理投入程度、城市绿色低碳建设程度以及水资源利用情况。 城镇化率的提高带来合理的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和运营管理，从而促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比的增加推动城镇化的

进程，并提供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以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建成区面积比重的增

加可以提高城镇化水平，然而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第二

产业通常会导致大量的污染和资源消耗，相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会减少污染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因而当第

三产业的比重提升时会减轻环境负担，提高城镇化与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 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可以推动城

镇化的进程，同时在城市和谐的情况下，也有助于降低城市的环境负担和生态破坏，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

耦合协调水平。 城市总体生态状况良好、城市对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充足且合理、城市绿色低碳建设程度较高

时有助于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这是因为政府通过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提升城市的内在抵抗力和外在的承载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可以得

到有效提升。 最后，高效的水资源利用率，有利于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单位 ＧＤＰ 用

水量大的城市亟需转变发展方式，因为水资源的低效利用易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进而导致水资源的

过度开采、水污染加剧等问题，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从而降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

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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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影响因素的交织耦合图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ｅ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４　 结论

４．１　 结论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与冷热点分析法从市域层面对

中国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对高低值区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剖

析，并且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的六个维度出发对其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

表明：
（１）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在空间上呈现“东强西弱”“多点开花”的空间格局，２０２０ 年中等值区及以上等

级东西部城市之比为 ３∶１，且研究期出现了低水平区向高水平区转移态势，低值区比例下降 ２１％，较低值区比

例上升 １２％，中等值区比例上升 ６％。 从空间关联格局看，显著 ＨＨ 区集中分布于沿海地区，显著 ＬＬ 区在西

北、西南、中部地区大面积的集中连片分布，显著 ＨＬ 区在显著 ＬＬ 区边缘散落分布，显著 ＬＨ 区沿东部海岸线

与显著 ＨＨ 区穿插分布。
（２）从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看，在空间上呈现“南强北弱”“多点开花”的空间分布特征，２０２０ 年中等值区及

以上等级南北方城市之比为 ２．５∶１，且研究期出现了低水平区向高水平区转移态势，低值区比例下降 ３％，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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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区比例保持不变，中等值区比例上升 ４％。 从空间关联格局看，显著 ＨＨ 区主要分布于东南地区，显著 ＬＬ 区

主要在中北、西北、中南地区大面积的集中连片分布，显著 ＨＬ 区集中分布于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显著 ＬＨ 区

主要在显著 ＨＨ 区周边散落分布。
（３）从耦合协调度来看，两大系统之间的磨合作用持续向好，轻度失调及以下协调发展类型的城市数量

不断下降，整体迈入转型发展阶段。 在空间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处于

协调发展阶段的城市有 ９０％位于沿海地区，且 ２０２０ 年已演变至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的空间格局。 从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看，在研究期总体上呈均衡发展型状态，但是有向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均衡发展型占比为 ７５．７６％、６８．３５％，而生态环境滞后型占比分别为 ２０．８８％、３０．３０％。 在空间分

布上呈南⁃北差异化格局，２０２０ 年生态环境滞后型南北方城市之比为 ４∶６。
（４）从耦合协调度冷热点空间格局来看，热度总体呈现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Ｖ”型对立状空间分布格

局，其中热点、次热点区域均分布于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地市，冷点、次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黄土

高原、云贵高原地区且逐渐向黄土高原地区收缩。
（５）从影响因素看，经过主成分分析提取的影响因素，一部分仅对于城镇化进程或生态环境发展产生影

响，一部分对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产生综合作用，这部分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镇化状态、城
市和谐状态、城市总体生态状况、城市对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程度、城市绿色低碳建设程度以及水资源利用

情况。
４．２　 讨论

本研究从城镇化状态、和谐、公平三个维度和从生态环境美丽、绿色、治理三个维度出发分别了构建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统计数据对中国市域尺度下的发展建设水平与耦合协调度进行

评价与测度。 在城镇化发展水平方面，虽然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４９］，即城镇化水平高值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经

济发达地市且在空间上呈现出由高到低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分布格局，但本研究从市域尺度进一步揭示了我

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的不均衡现象，即城镇化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的省会城市、经济强市和都市圈，省域尺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连绵态势、梯度过渡格局被打破。 在生态

环境建设水平方面，与已有研究结果都显示出生态环境建设水平高值区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中南与西南地

区且中北部地区则普遍不高［４９—５０］，但本研究显示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水平虽然有绿色基底支撑但大部

分地区的规划建设水平依然需要大幅提升。 究其原因，中西部较东南沿海地区规划建设水平相对不高，加之

地貌类型跨越不同的维度带，使得市域尺度下的中微观特征更加明显，可能导致生态建设水平在综合维度并

没有心理预期层面的非常高。 在耦合协调度方面，与已有相关研究结果总体一致［５１］，即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耦合

协调度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由拮抗转变为磨合，表明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迈

入转型发展阶段。 除时间维度外，本研究在空间上发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明显且南

方地区凭借优越的资源环境本底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北方地区。 同时，相比较与已有研究［５１］，本研究从市域

尺度出发评价进一步揭示不同区域的差异性，耦合协调度高值区集中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且

以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 此外，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度水平区在

分布数量与面积均明显高于京津冀城市群。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在构建指标体系方面，首先，受制于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部分指

标的综合性、与所在维度的匹配性略有不足，在未来可以进行省域和县域层面的研究时可以进一步的仔细斟

酌。 其次，本研究对传统的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城镇化综合评价维度，生态环境压力、状态、生态响应能力综

合评价维度重新融合再创建，以进一步提升两系统综合评价的深度，但是也损失一定的针对性，因此构建既能

深入评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又具有针对性、分类清晰的指标体系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研

究方法方面，首先，虽然本研究采用熵权综合评价法进行权重和综合评价的计算这一相对客观的评价方法，但
是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缺乏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各因子的重要性作出的独立判断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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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综合权重的分析评价也是未来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理自然环境多样，各地市

的市情不同且南北方地区气候环境差异化显著，因此并没有给出相应的发展对策，未来可以流域、地域空间界

限层面出发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发展对策讨论。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陈明星， 叶超， 陆大道， 隋昱文， 郭莎莎．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９， ７４（４）： ６３３⁃６４７．

［ ２ ］ 　 埃比尼泽·霍华德著（Ｅｂｅｎｅｚｅｒ Ｈｏｗａｒｄ） ． 明日的田园城市．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 ３ ］ 　 Ｐａｓｃｈｅ 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２（３）： ３８１⁃３８９．

［ ４ ］ 　 Ｓｅｌｄｅｎ Ｔ Ｍ， Ｓｏｎｇ Ｄ 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４， ２７（２）： １４７⁃１６２．

［ ５ ］ 　 Ｓｔｏｋｅｙ Ｎ Ｌ．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３９（１）： １．

［ ６ ］ 　 Ｊａｅｇｅｒ Ｗ．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Ｄ］．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ＵＳ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８．

［ ７ ］ 　 Ｂａｉ Ｘ Ｍ， Ｓｕｒｖｅｙｅｒ Ａ， Ｅｌｍｑｖｉｓｔ Ｔ， Ｇａｔｚｗｅｉｌｅｒ Ｆ Ｗ， Ｇüｎｅｒａｌｐ Ｂ， Ｐａｒｎｅｌｌ Ｓ， Ｐｒｉｅｕ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Ｈ， Ｓｈ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Ｐ， Ｓｉｒｉ Ｊ Ｇ，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Ｍ，

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 Ｊ Ｐ， Ｗｅｂｂ Ｒ．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２３： ６９⁃７８．

［ ８ ］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Ｊ，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Ｔ Ａ，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Ｅ Ｍ， Ｂａｌｖａｎｅｒａ Ｐ， Ｂｉｇｇｓ Ｒ，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Ｓ， Ｄａｗ Ｔ， Ｆｏｌｋｅ Ｃ， Ｈｉｌｌ Ｒ， Ｈｕｇｈｅｓ Ｔ Ｐ， Ｌｕｔｈｅ Ｔ， Ｍａａｓｓ Ｍ， Ｍｅａｃｈａｍ

Ｍ， Ｎｏｒｓｔｒöｍ Ａ Ｖ，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Ｇ， Ｑｕｅｉｒｏｚ Ｃ， Ｓｅｐｐｅｌｔ Ｒ， Ｓｐｉｅｒｅｎｂｕｒｇ Ｍ， Ｔｅｎｈｕｎｅ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１４： １４４⁃１４９．

［ ９ ］ 　 Ｈａｒｐｅｒ Ｃ Ｌ， Ｓｎｏｗｄｅｎ 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ｉｘ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１０］ 　 陈晓红， 周宏浩．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图谱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８， ３７（９）： １１７１⁃１１８５．

［１１］ 　 马世骏， 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学报， １９８４， ４（１）： １⁃９．

［１２］ 　 黄金川， 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 地理研究， ２００３， ２２（２）： ２１１⁃２２０．

［１３］ 　 刘耀彬． 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特征及机制———以江苏省为例． 经济地理， ２００６， ２６（３）： ４５６⁃４６２．

［１４］ 　 陈晓红， 万鲁河， 周嘉．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研究．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１， ３１（３）： ４８９⁃４９２， ４９９．

［１５］ 　 赵安周， 李英俊， 卫海燕， 陈晓红． 西安市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水土保持研究， ２０１２， １９（６）： １５２⁃１５６．

［１６］ 　 刘艳艳， 王少剑． 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关系及耦合协调度． 人文地理， ２０１５， ３０（３）： ６４⁃７１．

［１７］ 　 张荣天， 焦华富． 中国省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与优化探讨．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５， ２９（７）： １２⁃１７．

［１８］ 　 崔木花． 中原城市群 ９ 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５， ３５（７）： ７２⁃７８．

［１９］ 　 孙黄平， 黄震方， 徐冬冬， 施雪莹， 刘欢， 谭林胶， 葛军莲． 泛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空间特征与驱动机制．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７， ３７（２）： １６３⁃１７０， １８６．

［２０］ 　 梁龙武， 王振波， 方创琳， 孙湛．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时空分异及协同发展格局．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４）： １２１２⁃１２２５．

［２１］ 　 赵建吉， 刘岩， 朱亚坤， 秦胜利， 王艳华， 苗长虹．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资源科学， ２０２０， ４２

（１）： １５９⁃１７１．

［２２］ 　 熊曦， 肖俊．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以六个中心城市为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１（１５）： ５９７３⁃５９８７．

［２３］ 　 初楠臣， 张平宇， 吴相利， 李鹤， 杨奇峰． 俄罗斯东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１ （ ２４）：

９７１７⁃９７２８．

［２４］ 　 任祁荣， 于恩逸． 甘肃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耦合分析．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１（８）： ２９４４⁃２９５３．

［２５］ 　 冯霞， 刘新平． 江苏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干旱区地理， ２０１６， ３９（２）： ４２０⁃４２７．

［２６］ 　 王雅俊．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关系———基于 ＰＶＡＲ 模型的分析．资源与生态学报（英文版），２０２１，１２（１）：６８⁃７９．

［２７］ 　 宓泽锋， 曾刚， 尚勇敏， 陈思雨， 朱菲菲．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方法及空间格局演变．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６， ３６（４）： １５⁃２１．

［２８］ 　 邓宗兵， 宗树伟， 苏聪文， 陈钲．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９， ３９（１０）：

７８⁃８６．

［２９］ 　 Ｘｕ Ｄ， Ｙａｎｇ Ｆ， Ｙｕ Ｌ， Ｚｈｏｕ Ｙ Ｙ， Ｌｉ Ｈ Ｘ， Ｍａ Ｊ Ｊ， Ｈｕａｎｇ Ｊ Ｃ， Ｗｅｉ Ｊ， Ｘｕ Ｙ， Ｚｈａｎｇ Ｃ， Ｃｈｅｎｇ Ｊ．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３２１： １２８９４８．

［３０］ 　 王富喜， 毛爱华， 李赫龙， 贾明璐． 基于熵值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３， ３３（１１）： １３２３⁃１３２９．

［３１］ 　 张改素， 魏建飞， 丁志伟． 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２０２０， ３９（３）： ６２７⁃６５０．

［３２］ 　 肖圣， 多玲花， 邹自力． 城镇化与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以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为例． 上海国土资源， ２０２２， ４３

７５０５　 １２ 期 　 　 　 何志远　 等：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态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 ６１⁃６８．

［３３］ 　 Ｆａｎ Ｙ Ｐ， Ｆａｎｇ Ｃ Ｌ， Ｚｈａｎｇ Ｑ．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２９： ２８９⁃２９８．

［３４］ 　 冯俊华， 张路路．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１１）： ４６１７⁃４６２９．

［３５］ 　 杨立， 黄涛珍．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作用机理及关系研究．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９， ３５（１２）： ６０⁃６６．

［３６］ 　 毕国华， 杨庆媛， 刘苏．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７， ３７（１）： ５０⁃５８．

［３７］ 　 方宁， 张茜， 杨东旭， 杨芳． 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２０２０， ３９（６）： ５９⁃６４．

［３８］ 　 孙钰， 姜宁宁， 崔寅． 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０， ３０（２）： １３８⁃１４７．

［３９］ 　 葛世帅， 曾刚， 杨阳， 胡浩． 黄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关系及空间特征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２１， ３６（１）： ８７⁃１０２．

［４０］ 　 祁鹏卫， 张贤． 重庆市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生态经济， ２０２２， ３８（９）： ２２１⁃２２７．

［４１］ 　 朱翔， 王晖， 吴宜进， 卫思雨， 余洋． 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 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２０２２， ３１（１２）： ２７０６⁃２７１７．

［４２］ 　 康艳青， 刘羽晴， 朱永明． 沿黄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分析与预测． 生态经济， ２０２２， ３８（１０）： １９０⁃１９７．

［４３］ 　 熊建新， 王鑫滨， 赵迪， 刘亚华， 王静， 刘璐．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洞庭湖区为例． 经济地理，

２０２２， ４２（１０）： ８３⁃９１．

［４４］ 　 刘浩， 马琳， 李国平．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６（１）： ９７⁃１０８．

［４５］ 　 靳海攀， 胡振华． 湖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差异测度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２５（２）： ６５⁃７４．

［４６］ 　 危小建， 辛思怡， 张颖艺， 龙英豪， 张茜． 不同格网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差异———以大南昌都市圈为例． 生

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３（１８）： ７５８５⁃７５９７．

［４７］ 　 乔斌， 祝存兄， 曹晓云， 肖建设， 扎西拉旦， 颜玉倩， 陈国茜， 史飞飞． 格网尺度下青海玛多县土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自相关

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１（５）： １６６０⁃１６７２．

［４８］ 　 范春苗， 王志泰， 汤娜， 邓国平． 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和空间主成分的贵阳市中心城区生态网络构建．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１６）：

６６２０⁃６６３２．

［４９］ 　 赵杨， 王京， 潘为华．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经济地理， ２０２３， ４３（９）： １⁃９．

［５０］ 　 杨新梅， 黄和平， 周瑞辉．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变．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３， ４３（４）： １３５３⁃１３６５．

［５１］ 　 张国俊， 王珏晗， 吴坤津， 许志桦．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２０２０， ３９（２）： ２７２⁃２８８．

８５０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